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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事安全调查国际立法发展趋势及启示
＊

马金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２０）

摘　要：海事安全调查是改进海上航行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偏重属地管辖影响下，海事安全调查中的沿海国

管辖与船旗国管辖存在失衡现象，ＩＭＯ海事安全调查国际规则及其修正案生效实施，加速了海事安全调查国际立

法统一化进程，扩大了参与海事安全调查的国家范围，强化了海事安全调查中船旗国义务和对海员人权的保护。

中国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机制与国际立法不相契合，是由行政组织模式国别差异及国际话语权旁落造成的，但基

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中国有义务依据ＳＯＬＡＳ公约的规定修订国内立法，区分责任调查与安全调查，解决国内立

法中的纵向冲突，调整调查内容和遵循的原则，组建半独立型海事安全调查机构，强化相关领域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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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事安全调查，是以安全预防为目的，对海上事故或海

上事件进行的调查或质询，包括收集和分析证据、确定引发

因素和提出必要的安全建议。① 为规范海事安全调查国际

规则，鼓励成员国间合作调查，国际海事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ＩＭＯ）在《海难与事件调查

规则》基础上通过２００８年《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

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以下简称《调查规则》），该规则第１

部分“总则”和第２部分“法定标准”作为强制性规定被并入

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称“ＳＯＬＡＳ公约”）

第ＸＩ－１章第６条。② 之后，ＩＭＯ又相继通过２０１３年《海事

安全调查规则履行中支持调查的导则》、③２０１４年《海事安全

调查规则中支持调查官的导则》④和２０１５年《在职调查官职

业援助》，［１］对《调查规则》予以修正和完善。《调查规则》及

其补充规定的生效实施，标志着海事安全调查规则国际统一

化进程逐步加快。受到海事技术、行政管理等多方面因素掣

肘，我国在海事安全调查国内立法方面，仍存有法制完善空

间。履行国际公约义务、顺应海事安全调查国际立法趋势，有

必要探索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法制改革的趋向，为我国履行国

际公约义务、维护国家航运利益提供法律对策。

一、海事安全调查国际立法发展趋势

（一）海事安全调查的国际公约

国际社会在《调查规则》通过前，已开始在相关公约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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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安全调查做出安排，⑤《调查规则》是在整合ＩＭＯ既往相

关决议⑥和相关公约规定基础上出台的。《调查规则》旨在

促进事故调查的国际合作及其调查方法在全球统一实施，⑦

使海事安全调查更具规范化。《调查规则》由前言、第Ⅰ部分

（总则）、第Ⅱ部分（强制标准）和第Ⅲ部分（推荐做法）四部分

组成，其中，总则部分确立了海事安全调查的目的，界定了海

上事故、海上事件等二十二个基本概念，规定了第ＩＩ部分和

第ＩＩＩ部分章节的适用范围，明确海事安全调查以预防事故

再次发生为目的，而非判明及追究事故各方责任，调查必须

独立于任何其他类型或性质的调查。［２］《调查规则》将被调查

的内容分为海上事故和海上事件，海上事故调查是针对与船

舶操作直接相关而发生的，导致船舶灭失损害、人员伤亡等

的事件或事件后果的调查，海上事件调查指针对海上事故之

外的，与船舶操作直接有关而发生的危及或如不改正将要危

及船舶、其乘员或任何其他人员或环境的事件或事件后果的

调查。⑧ 第Ⅱ部分规定了十一项三大类内容：一是关于海事

调查机构及调查人员的规定，包括海事安全调查机构的确定

及其义务、调查人员的权力、海事安全调查报告起草及提交。

二是关于海事安全调查中的国家管辖权分配及国际合作，具

体包括海上事故（事件）发生后，各有关国家相互通知的义务

及通知的格式和内容，船旗国与其他“有重大利益的国家”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合作调查、平行调查，以及有

重大利益的国家间合作调查。三是关于被调查人员的人权保

护，主要包括海员享有保持沉默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⑨ 第Ⅲ
部分规定了调查程序及各方协调、证据收集及被调查人保护

等，为缔约国实施海事安全调查提供指导意见。《调查规则》

第Ｉ部分和第ＩＩ部分在并入ＳＯＬＡＳ公约后为强制性规定，第

ＩＩＩ部分为建议性规定，由缔约国自主选择或参考实施。瑏瑠

（二）海事安全调查国际公约的特点

海事安全调查国际规则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

《调查规则》及其补充规定生效实施，加速了海事安全调查规则

国际立法统一化和体系化进程，强化了船旗国的安全调查义务，

并尝试将海事安全调查与海员人权保护结合在一起。

第一，海事安全调查国际立法趋于统一。在《调查规则》

出台前，国际公约对海事安全调查采取分类规范的方式，即

每一部公约规定的安全调查内容仅限于本公约适用范围内

发生的事故或事件。瑏瑡 《调查规则》不再根据引发船舶及设

施、人员和海洋环境不安全因素的具体类型设置调查程序，

而是将适用范围限定为海上事故与海上事件两类，在此范围

内为缔约国提供一致的调查方法和途径。瑏瑢 截止２０１６年５

月２０日，ＳＯＬＡＳ公约缔约国已达到１６２个，缔约国船舶总

吨位占全球船舶总吨位的９８．５３％，瑏瑣由于该公约未针对《调

查规则》第Ｉ部分和第ＩＩ部分做出保留许可的规定，故所有

公约缔约国必须严格履行公约规定，使《调查规则》第Ｉ部分

与第ＩＩ部分得以充分和完全实施。

第二，借助规定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扩大享有管辖权的国

家范围。《调查规则》第２．２０条列举了有重大利益的国家范

围，这些国家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海上事故或事件的直接

当事国。包括涉事船旗国、事故地沿海国、事故中伤亡人员

的国籍国，以及事故中受损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所有国

或管辖国。二是海上事故或事件受影响国。《调查规则》将

环境受到海上事故严重或重大损害的国家也纳入到有重大

利益的国家中，基于海洋污染的规模性与扩散性特征，一次

事故可能波及多个国家，故海上事故中环境受损国不仅限于

事故发生地沿海国，还包括临近事故发生地周边其他沿海国

家。如２００２年“威望号”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西班牙领海内，

但油污实际已从西班牙北部海域扩散到法国和葡萄牙。［３］三

是具有海事安全调查国认为对调查有用的重要信息的国家，

以及海事安全调查国认为因其它原因而涉及其利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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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１９６６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第２３条、１９７０年《防止海员工伤事故公约》第２条、１９７６年《商船航运（最低标准）公约》第２条（ｇ）项等国际
公约，均从本公约适用范围角度，要求缔约国主管机关承诺，对适用公约的任何船舶发生的事故做出调查，在调查国认为有关此种调查结果的
资料，有助于对公约做出进一步修订时，应将将此种调查报告呈交相关国际组织。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９４条第７款也规定，悬挂一
国旗帜的船舶在公海上因海难或航行事故造成他国国民死亡或严重伤害，或对他国船舶、设施或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都应由船旗国适当
的合格人士或有此种人士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对于该另一国就任何这种海难或航行事故进行的任何调查，船旗国应与该另一国合作。

Ｓｅｅ　ＩＭ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８４９（２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８８４（２１）．
ＩＭＯ将海上事故分成八种类别：沉没（Ｆｏｕｎｄｅｒｉｎｇ）、失踪（Ｍｉｓｓｉｎｇ）、火灾和爆炸、碰撞（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触碰（Ｃｏｎｔａｃｔ）、搁浅（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恶劣天气

和冰损（Ｈｅａｖ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ｃｅ　Ｄａｍａｇｅ）以及船体和机器（Ｈｕｌｌ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损坏（包括主机丧失机动性）。Ｓｅｅ　ＩＭＯ　ＭＳＣ．１／Ｃｉｒｃ．４３３．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２．９条、第２．１０条。
《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２．２条：“所有被要求提供证据的海员均须被告知海上安全调查的性质和根

据。另外，被要求提供证据的海员须被告知并获准得到有关下列各项的法律建议：海上安全调查之后的任何诉讼中令自己负罪的任何潜在风险；

任何不使自己负罪的权利或保持沉默的权利；如向海上安全调查提供证据，为避免该证据被用于对抗自身而向该海员提供的任何保护。”

Ｓｅｅ　ＩＭ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ＳＣ．２５５（８４）．
如１９７０年《防止海员工伤事故公约》规定安全调查仅限于对海员人身生命造成严重伤亡的工伤事故；经１９７８年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７３年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规定，安全调查仅针对本公约项下各附件适用船舶发生的、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有害影响的任何事故。参见

１９７０年《防止海员工伤事故公约》第２条第１款、第４款、经１９７８年议定书修订的《１９７３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１２条。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１条。

Ｓｅ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Ｍ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ｏ．ｏｒｇ／ｅｎ／Ａｂｏｕ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Ｐａｇ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
ｐｘ，２０１６－０５－２１．



《调查规则》并没有对上述国家范围作进一步解释，而是将识

别有重大利益的国家的权利交由海事安全调查国行使，参考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Ｃａｎａｄａ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ｏａｒｄ）

海上事故数据统计内容，对调查有用的重要信息包括船舶构

造、船级认证、运载货物、海员劳务派遣等，瑏瑤相应地重要信息

来源国或实际利益相关国包括船舶建造国、船级认证国、载运

货物来源国或装港国、劳务派遣公司所在地国家等。

第三，强化船旗国实施海事安全调查的义务。有关船旗

国的义务性规定占据了《调查规则》主要内容，该规则明确表

示船旗国单独进行安全调查的权利不受妨碍，并在第１３．２

条有条件地赋予船旗国拒绝提供调查报告草案的权利，［４］具

体表现为：其一，要求船旗国履行通知义务。《调查规则》在

规定船旗国通知义务时，依据海上事故或事件发生地不同作

了区分式规定，瑏瑥但无论海上事故或事件发生于何地，船旗

国均有义务不迟延地，就船舶名称及其船旗、ＩＭＯ船舶识别

号码等信息，向沿海国、其他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履行通知义

务。瑏瑦 其二，履行协商合作义务。协商是确定调查国范围的

前置程序，当海上事故或事件发生在他国领海、专属经济区

或公海时，船旗国有义务与事故地沿海国或其他当事国进行

协商，确定调查国的范围，瑏瑧船旗国与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均

须尽可能地合作，为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参与海事安全调查做

好安排。瑏瑨 其三，履行调查义务。发生非常严重海上事故

（Ｖｅｒ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船舶的船旗国，负责确保按照该规则

进行并完成海事安全调查。待调查完成后，船旗国有义务向

ＩＭＯ提交调查报告的最终文本。如由其他国家或ＩＭＯ公布

调查报告，涉事船舶的船旗国有义务协助公众及航运界获取

调查报告的细节。对于严重事故（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和轻微

事故（Ｌｅｓ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如果船旗国已对事故做出调查

报告，且调查报告中含有的信息有助于防止海上事故发生或

减少其危害性，船旗国就有义务将该报告上交ＩＭＯ。瑏瑩

第四，公平对待海员并保护其人权。海员是海上航运活

动的实际参与人，位于航运人员构成最底层，保护海员合法

权益一直是国际海事界关注的重点。在《调查规则》出台前，

公平对待海员的内容被笼统规定在有关人权保护相关公约

中，虽然２００５年ＩＭＯ出台《海上事故发生后公平对待海员

的指南》，对海事安全调查中海员权益保护做出系统性规定，

但是该指南并不具备强制效力，仅仅反映出国际海事界对公

平对待海员的关切。［５］《调查规则》在海员人权保护方面吸收

了《海上事故发生后公平对待海员的指南》的规定，将其转换

为强行法，明确要求当事国在向海员调查取证时，必须明确

告知被调查人该调查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基础，所得证据是否

用于追责，是否存在自证其罪的风险，及为海员提供何种法

律保护。如存在自证其罪的风险，调查人必须告知海员享有

保持沉默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调查规则》将海员权益保护

作为ＳＯＬＡＳ公约缔约国义务加以规定，凸显出ＩＭＯ对人权

保护的重视，也必将促进公约缔约国在海员人权保护方面的

立法进程。

（三）对海事安全调查国际立法的评析

条约是推动当代国际秩序法治化的主要方式。［６］２０１０年

之前，ＩＭＯ有关决议虽然为各国实施海事安全调查，提供了

较为完善的程序规则与调查标准，但由于决议为建议性规

定，导致ＩＭＯ成员国之间在实施海事安全调查内容、水平等

方面参差不齐。国际社会在海事安全调查规则统一化方面，

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也没有充分实现ＩＭＯ所主张的从完全

依赖技术标准和技术研究来促进海上航行安全，向通过减少

人的因素影响来研究提高海上航行安全水平理念的过渡，［７］

其中很重的一个原因就在于ＩＭＯ通过的上述决议、指南等

对成员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调查规则》作为海事安全调

查国际规则集大成者，对众多国际公约和ＩＭＯ决议中有关

安全调查的实体及程序性规则作了编纂，尝试协调船旗国和

沿海国利益关系，解决国家间的司法管辖权和程序差异。海

事安全调查规则国际统一化进程必将不断加快，各国相关国

内法也势必进行相应地调整，调查理念及规则的趋同化将是

未来海事安全调查立法发展的趋势。

《调查规则》是国际海事安全调查强行法规则的发端。

《调查规则》及其补充决议的生效实施标志着海事安全调查

“软法”时代的结束，在《调查规则》并入ＳＯＬＡＳ公约之后，海

事安全调查国际规则实现了由“软法”向“硬法”的转变。在权

利主体方面，《调查规则》创制出有重大利益的国家的概念，并

赋予其调查相应海上事故或事件的权利，冲击了传统海事安

全调查中沿海国管辖“一家独大”的现象，在试图扭转沿海国

管辖与船旗国管辖失衡局面的同时，进一步强化船旗国在海

事安全调查中的管辖权，尤其是加强船旗国与船舶之间的“真

正联系”，要求船旗国担负起管理船舶、维护海上航行安全的

首要义务，从“第一道防线”着手提高海上航行安全系数，避免

亡羊补牢式的安全补救，提高维护船舶海上安全的效能。

二、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机制及立法现状的评估

（一）我国海事安全调查立法现状

２３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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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５．１条、第５．２条。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５．４条。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７．１条、第７．２条。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０．１条。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４．２条。



我国海事安全调查立法包括一般立法和专门立法。一

般立法主要包括《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专门立法主要包括《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海上交

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以及《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简易程

序规定》、《涉外海上事故或事件安全调查管理规定》等部门

规章，上述一般立法与专门立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海事安全调

查立法体系。

《安全生产法》第五章将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确立为事故调查的基本原则，明确事故调查的目的

为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事

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瑐瑠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在《安全生产法》基础上对事故等级标准、调查机构、参

与人员、调查组职责、调查期限和调查报告涵盖的内容做了

具体规定。《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

例》适用于我国沿海港口、内水和领海以及国家管辖的一切

其他海域发生的海难事故，瑐瑡《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船舶、

设施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向主管机关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

关资料，接受调查处理；在事故调查过程中，被调查人须如实

提供现场情况和与事故有关的情节，由调查机构查明原因，

判明责任。瑐瑢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从报告、调查和

处理三个角度对安全调查做了规定，明确事故发生地主管机

关的管辖权，瑐瑣要求主管机关及时、客观和全面调查事故，有

权询问有关人员，被调查人有义务接受调查并如实陈述，并

提供真实的文书资料。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机

关和人员因办案需要可以查阅、摘录或复制事故调查材料，

审判机关确因开庭需要可以借用事故调查材料。瑐瑤 《涉外海

上事故或事件安全调查管理规定》是直接依据《调查规则》制

定的，瑐瑥适用于在我国沿海水域发生的任何涉外海上事故或

事件，以及中国籍船舶与外籍船舶之间在我国沿海水域以外

发生的事故，该规定要求对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在任何水域

发生非常严重海上事故必须进行安全调查。对外籍船舶上

发生中国籍海员死亡、失踪或中国籍海员为当事人员的海上

事故或事件、外籍船舶在中国领海或内水发生的海上事故或

事件和外籍船舶与中国籍非国际航行船舶之间在中国领海

和内水之外发生的海上事故或事件，可进行安全调查，并形

成《涉外海上事故或事件安全调查报告》。瑐瑦

（二）海事安全调查国内立法与国际公约不契合的表现

我国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之间在调查理念

和调查内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之间存在立法冲突，海事安全调查秉持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模

式也与公约规定不相契合。

第一，海事安全调查中未区分海上事故和海上事件。除

《涉外海上事故或事件安全调查管理规定》以外，《安全生产

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均未对事故与事件做出

区分，仅《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采取列举的方式，对

“海上交通事故”进行了定义。瑐瑧 且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所指

的调查均为海上事故调查，即针对业已发生的、且造成危害

后果的事故进行的调查或质询，未包括海上事故之外与船舶

操作直接有关而发生的危及或如不改正将要危及船舶、其乘

员或任何其他人员或环境的事件。然而，海上事故调查与海

上事件调查存在显著区别，海上事故调查的对象或内容是业已

出现且为人知悉的不利后果，而海上事件调查的对象或内容只

是对船舶及其上人员、设施结构或环境具有威胁的因素。［８］《海

上交通安全法》等国内立法将海上事件排除于安全调查之外，显

然与《调查规则》的规定存在差距，需要予以修订和完善。

第二，立法未确立“非谴责性”原则。“非谴责性”原则，

是指以安全需要为目的，从纯技术出发，全面开展事故调查，

调查行为不为划分过失或确定责任的原则。瑐瑨 而我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第４３条、瑐瑩《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１５

条无一例外地将“查明原因、判明责任”作为主管机关的职

责，瑑瑠捆绑规定在一起，《安全生产法》第８３条、瑑瑡《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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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安全生产法》第８３条、第８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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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４条：“本条例所称海上交通事故是指船舶、设施发生的下列事故：船舶、设施发生的碰撞、触碰或浪损；触
礁或搁浅；火灾或爆炸；沉没；在航行中发生影响适航性能的机件或重要属具的损坏或灭失；其他引起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海上交通事故”。

《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１条。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４３条：“船舶、设施发生的交通事故，由主管机关查明原因，判明责任。”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１５条：“港务监督应当根据对海上交通事故的调查，作出《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查明事故发生的

原因，判明当事人的责任；构成重大事故的，通报当地检察机关。”
《安全生产法》第８３条：“事故调查处理应当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

性质和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４条第２款也做了相似规定。瑑瑢

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联合发布

的《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法民四［２００６］第１号）中，也规定调查所得证据可以

用于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瑑瑣 从当前司法实践看，几乎所

有海事诉讼案件的证据列表中，都有来自于海事部门调查所

得的材料。在缺失“非谴责性”原则引导下，相关国内立法非

但没有规定被调查人享有“不自证其罪和沉默权”，而是一致

要求被调查人必须如实回答询问，瑑瑤此类规定漠视了被调查

人依据ＳＯＬＡＳ公约第ＸＩ－１章第６条享有的权利，与我国

负担的公约义务存在差距。

第三，海事安全调查模式与公约规定不相洽。《调查规

则》第１．２条要求海事安全调查应分离于并独立于任何其它

形式的调查，瑑瑥而我国当前海事安全调查仍属于一种行政行

为，调查没有区分责任调查和安全调查。２０１０年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发布了《关于执行ＩＭＯ＜事故调查规则＞的通知》（海

安全［２０１０］５号），规定由中国海事局内设的专职安全调查部

门，按照《调查规则》的要求调查海上事故和海上事件。该通

知中规定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是指依照相关海事法律、

法规对水上交通事故开展的行政调查的统称；海事安全调查

是指按照《调查规则》进行的调查，二者之间不排除、不干涉、

不代替，两者属于平行调查，但海事安全调查可以调取水上

交通事故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虽然有如上规定，但目前我国

尚未真正实现责任调查与安全调查相分离，两种调查均由海

事部门所属的执法单位实施，这与《调查规则》第１６．１．１条

的规定仍有一定差距。瑑瑦

（三）海事安全调查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不契合的分析

行政组织模式不同是形成海事安全调查法律机制国别

差异的原点。《调查规则》的内容安排与欧美国家海事安全

调查法律机制如出一辙，事实上，早在《调查规则》起草及通

过前，美国、瑑瑧加拿大、瑑瑨德国和日本等航运大国均已经通过

国内法，［９］在本国实行安全调查与责任调查相分离的海事安

全调查制度。这些国家在行政组织模式上均奉行“分权制”，

在国家机构及机构职能配置中，同类型基本权力由不同的机

关行使，［１０］在构建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机制时，同样遵循了

西方自然正义中“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冲突的任

何解决方案都不能包含有冲突解决者自己利益的权利制约

原则，［１１］（Ｐ２１３）将安全调查机构从海事行政组织中剥离出来，

使安全调查机构处于中立地位。出现上述暗合并非偶然，从

《调查规则》前期立法准备和起草过程可以发现，正是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合力借助ＩＭＯ组织框架，将海事安全调查国

内法机制向国际社会推广，推动海事安全调查国际规则由软

法向强行法过渡，最终在条约义务的框架下对其固化。［５］可

以说，《调查规则》建立的调查机制是欧美国家普遍奉行的分

权理论，向国际海事立法渗透的结果。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法

律机制是在构建本国海事行政管理模式过程中，因应海事管

理需要和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基础上，通过立法及行政机构改

革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存在基础是我国行政组织模式，与美国

等上述国家采用分权制完全不同。故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与

《调查规则》不契合实属客观现象，而非我国行政组织制度上

的缺陷，其本源在于中西方行政组织模式的差异，这种差异性

经国际话语权的旁落，最终由政治层面上升至法律层面。

立法冲突和内容迟滞是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不契合的

表征。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法律、行政法规均以地理空间作为

确立法适用范围的依据，普遍只适用于我国管辖海域内发生

的事故。瑑瑩 《涉外海上事故或事件安全调查管理规定》虽然

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我国管辖海域以外、外籍船舶上发生中国

籍海员死亡、失踪或中国籍海员为当事人员的海上事故或事

件，但该规定显然与《安全生产法》等上位法规定相冲突，尤

其是国内海事行政立法瑒瑠已普遍不再将涉外关系作为区分

法律适用“内外有别”的情况下，类似《涉外海上事故或事件

安全调查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显然是为了满足履约义务

需要而仓促出台的，未能顾及到海事安全调查国内立法的位

阶特征，此类部门规章在上位法未作规定的情况下，自行对

４３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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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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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４条第２款：“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

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

参见《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法民四［２００６］第１号）第１部分第五项：“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
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

参见《海上交通安全法》第４２条。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２条。
《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６．１．１条：“为取得第１６．１条所述结果，进行海上安全调查的调查员应在

职能上独立于：１、涉及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的有关方；２、可对涉及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的个人或组织做出采取行政或纪律措施决定的任何人；

及３、司法诉讼。”

Ｓｅｅ§４．３．１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ｏ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Ｔｉｔｌｅ　４６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Ｍａｒｉｎ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ｔ－ｔｓｂ．ｇｃ．ｃａ／ｅｎｇ／ｓｔａｔｓ／ｍａ－

ｒｉｎｅ／２０１４／ｓｓｅｍ－ｓｓｍｏ－２０１４．ａｓｐ，２０１６－０５－１０．
参见《安全生产法》第２条、《海上交通安全法》第２条、第５０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１条、《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

例》第３条。

有关海事行政立法的概念，参见向明华．海事法要论［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１；胡正良主编．海事法［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４。



适用范围做了扩张式规定，其结果是符合我国缔结参加国际

公约的规定，但却存在纵向立法冲突，且在适用关系上无法

依据《立法法》第９２条予以调和。瑒瑡 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说

明，在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数量不断攀升、航行范围持续拓

展背景下，既有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滞后于国家海事安全利益

的域外延伸，立法理念没有伴随ＩＭＯ海事安全管理理念的

革新而调整，立法内容未及时纳入或转化我国缔结、参加的

相关海事公约，久而久之形成积弊。另一方面也证实，在实

用主义立法倾向的干扰下，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体系的完整

性受到冲击，造成不同渊源的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冲突，影响

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适用。

三、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法制改革的具体策略

（一）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法制改革的法理基础

我国是ＳＯＬＡＳ公约的缔约国，在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约

束下，有义务依照公约及其修正案改革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

机制，在程序公正原则的指导下区分安全调查与责任调查，

依据有限政府理论调整海事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

第一，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条约必须信守原则”（ｐａｃｔａ

ｓｕｎｔ　ｓｅｎｖａｎｄａ）是指，凡是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

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一般认为，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存在

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即必须是合法的条约，及必须是对当事国

有效的条约。［１２］我国是ＩＭＯ成员国和ＳＯＬＡＳ公约缔约国，由

于公约未针对《调查规则》第Ｉ部分和第ＩＩ部分做出保留许可

的规定，在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约束下，我国有义务颁布一切必

要的法律、法令、命令和规则，并采取一切必要的其他措施，使

《调查规则》中的强制性规定在国内得以充分和完全实施。瑒瑢

换言之，在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约束下，行政组织模式的差异和

国际话语权问题让位于履约义务，在ＳＯＬＡＳ公约及其附则有

效期限内，我国必须善意地履行公约的规定，依约行使自己的

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得违反。瑒瑣

第二，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正原则，指制定和实施规

范性法律文件及其他政策时，应遵循公正合理程序安排的原

则。［１３］公正合理的程序安排来自于程序的控权性和平等性，

我国海事行政机构（海事局）负有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监督、航

海保障等行政管理和执法职责，瑒瑤在身份上完全具备成为海

上事故和事件致害方或受益者的可能，在责任调查与安全调

查主体竞合模式下，海事行政机构的身份特征显然不足以使

其规避滥权和擅断的嫌疑，此时，调查结论供给方恰恰是海

上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而中立的第三方。故《调查规则》中

调查主体的制度设计虽然源于分权制理论，但其蕴含的程序

公正原则，尤其是通过约束权力行为，防止权力失控导致实

体不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的理念，却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

国家普遍接受的。

第三，有限政府理论。有限政府理论是试图通过限制国

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来协调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在公民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间寻求平衡的政府理论。［１４］有

限政府理论最早由约翰·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在《政府论》中加

以系统阐述，［１５］该理论在二战后被学者们重新挖掘和整

理，瑒瑥其中有关政府职能的分配理论对海事安全调查法制改

革最具借鉴意义，瑒瑦即事故或事件原因调查是否属于政府不

可分割的核心职能。寻找事故或事件原因是海事安全调查

的目的本源，这与通过行政或司法方式判明责任不同，后者

所具有的谴责性特征及功能是以独立的国家权力形态出现，

寻找海上事故或事件原因更接近于客观陈述，其中不存在价

值评判，进而也就不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分割。客观上，海

事安全调查的运行目的具有单一性，即发现引发因素和其他

安全风险，瑒瑧影响该目的实现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

调查者的中立程度；二是调查者具有的专业技能；三是安全

调查的实施方法。在我国现行海事安全调查模式下，只有第

一个影响因素与政府职能存在关联，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任何

参加安全调查的主体都具有普适性。而调查者的中立程度

直接取决其与海上事故或事件当事各方的身份关系，也就是

说，对现行安全调查模式中海事行政机构的权力分割，更多

是实现其治理功能的回归，与国家权力形态重组没有必然的

联系，只要调查者在身份上能够实现中立，调查者是国家机

关还是其他性质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对于实现安全调查目的

没有实质性影响。

（二）修订海事安全调查相关国内立法

《海上交通安全法》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自

颁布实施以来，从未进行过修订，已经落后于相关国际公约

的发展。我国有必要根据《调查规则》及ＳＯＬＡＳ公约第 ＸＩ

－１章第６条，修正海事安全调查国内法机制，增进国内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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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第９２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
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参见１９７４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１条（ｂ）项。

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２６条。

有关海事局职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ＭＳＡ 职能．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ｓａ．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ｈａｉｓｈｉｚｈｉｃｈｕａｎｇ／ＭＳＡＺＺ／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８６１８３Ｅ２４－Ａ５Ｅ６－４４７６－９ＤＢ６－Ｂ９５４Ａ３Ｅ２８７ＤＥ．ｈｔｍｌ，２０１６－０５－２２。

关于有限政府理论的发展史及代表理论，参见詹福满，苗静．有限政府理论的现代解读［Ｊ］．法律科学，２００５，（３）：９－１０。

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争论是围绕自由主义的政府观进行论战的，本部分将有限政府理论作为我国海事安全调查法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加
以分析，无意于纠缠该理论引发的自由主义政府观争议。参见钱振明．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研究之现状与问题［Ｊ］．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４）：

２１－２２。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１．１．１条。



间、国内法与国际公约之间的相洽性。

第一，在区分海上事故与海上事件基础上确立“非谴责

性”原则。在海事安全调查中区分事故与事件不仅是《调查

规则》的规定，也是主要航运国家国内法的普遍做法，［１６］（Ｐ２３）

修订《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时，

我国应当对海上事故与海上事件做出立法区分，将海上事件

补充至海事安全调查范畴内，规定调查信息仅在为海上交通

安全的需要，或《调查规则》允许的其他情况下，才能公开。

调查得到的所有证据应避免用于刑事、民事、纪律或行政程

序，以保护被调查人员，鼓励其还原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

本文建议，在修订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时，应根据主管机关职

能的不同，将“查明原因”与“判明责任”分别规定在不同机关

履职条款下，并比照《调查规则》第１．１条的规定增加一条，

即“海上事故与海上事件调查不为划分过失或确定责任”，在

立法上分离责任调查与安全调查，确保海事安全调查客观公

正。

第二，在立法引入海员沉默权和不自证其罪的规定。沉

默权和不自证其罪的规定可以制约安全调查中的滥用权力，

减弱调查人员对陈述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保护海员人身自由

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１７］《调查规则》突出对海员权利的保

护，并以公约义务的形式要求缔约国一体遵行，表明ＩＭＯ海

事公约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对技术性规则的调整，正在向国际

人权法领域渗透和靠拢。根据以往ＩＭＯ海事公约出台的规

律。可以预计，未来《调查规则》第ＩＩＩ部分有关海员人权保

护的内容，瑒瑨可能会逐步由目前的“建议做法”向强制性规定

转变。在修订《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时，我国应当引

入《调查规则》第１２．２条的规定，明确被调查人员享有沉默

权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及安全调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并

且，规定安全调查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必须告知被调查人此

类调查的性质，以及被调查人员享有保持沉默、不自证其罪

的权利，允许其获得法律援助。

第三，在立法中规定公约适用条款。ＩＭＯ海事公约修订

频繁，尤其是ＳＯＬＡＳ公约几乎每年都会被修订，［１８］由于我

国没有针对公约适用的专门立法，在海事立法领域通常以行

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声明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

际公约，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达到及时实施有关公约内容的目

的，但其自身法律效力值得商榷。如果针对每一公约修正案

进行国内二次立法转化，国内立法部门又将会面临沉重的立

法负担。在平衡公约修改频繁性与法律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时，可以考虑在《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条例》中引入公约适用条款，做出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

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的规

定。瑒瑩 如此以来，既为行政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引入生效公约

提供上位法依据，同时也保障了国内法与ＩＭＯ海事公约修

订步伐相协调，节约了公约及其修正案在国内“转化”适用的

时间。

（三）组建半独立型海事安全调查组织模式

ＳＯＬＡＳ公约框架下海事安全调查组织模式主要有完全

独立型与半独立型两种。［１６］（２３）完全独立型组织模式中，负责

海事安全调查的机构在国家机构组织中处于独立地位，机构

直接向中央政府或国家议会负责，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

由该机构统一行使事故调查权。半独立型组织下，海事安全

调查机构与履行海上安全监管职责的机构隶属于同一个政府

部门（如交通部），机构内部实行垂直管理结构。［８］本文认为，

半独立型组织模式更适宜我国海事安全调查组织模式改革，

即在交通运输部之下设立交通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由该委

员会负责海事安全调查。

第一，半独立型组织模式对国家行政机构组织变动最小。

如果依照完全独立型组织模式设置安全调查机构，则意味着

该机构将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而机构设置方案

进而需要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如此以来将产生两方面的影

响：一方面涉及到现行法律的修订。在完全独立型组织模式

下，安全调查机构作为独立机构将取代原有由政府主导的、分

散在各部门的安全调查模式，由此意味着《海上交通安全法》

等众多法律法规均需要进行修订。另一方面独立设置安全调

查机构不仅需要前期漫长的论证研究、讨论通过，一旦成型，

还需要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改革。相比较而言，通过半

独立型组织模式组建海事安全调查机构，程序上更为简化，只

是在国务院组成机构内增设一个部门，不涉及对国务院组成

机构的合并或分立，不需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仅需要修改

海事安全调查涉及的相关行业立法。因此，半独立型组织模

式更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

第二，大部制改革后半独立型组织模式更适宜于海事安

全调查。２０１３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铁道部拟定铁路发展

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后，标志着我国大交

通的格局形成。［１９］大交通格局使交通运输部将水、陆、空三

种交通方式的管理职能集于一身，管理模式朝着统一化和一

体化趋势发展，形成了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系。安全调查属

于系统工程，并非一时一地之事，也非某一管理部门或管理

方式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的。海事安全调查属于安全调查的

一部分，影响海事安全的因素不仅来源于海上或船舶实际操

作，与发生在陆上的货物配载、劳务派遣等也具有牵连关系。

大部制改革后，交通运输部管理内容涵盖了水、陆、空运输系

统各个环节，在交通运输部之下设立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

负责包括海上交通安全在内的海权调查，能够借助于交通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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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２４．２条。

参见《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９７条、《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５２条。



输部的行政职能，在调查过程中协调或指挥涉及海上交通安

全监管的不同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海事安全调查，避免

因行业管理分散而引发的部际协调问题，能够在最大限度内

统合安全调查资源。此外，这种制度安排与《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１９条规定的调查组织模式也不存在冲

突，可以通过国务院授权的方式，组建交通运输安全调查委员

会，以替代以往海上事故调查中临时组织的事故调查组，调查

机构由临时性向常设性转变。

第三，半独立型组织模式有助于我国应对ＩＭＯ成员国

强制审核机制。ＩＭＯ第２６次大会 Ａ．１０１８（２６）号决议将

“ＩＭＯ成员国自愿审核机制”转变为强制审核机制，并于

２０１５年全面实施。［２０］强制审核被看作是ＩＭＯ评估成员国在

相关ＩＭＯ海事公约下，作为船旗国、港口国和沿海国履行公

约义务和责任的重要工具。由于《调查规则》与ＳＯＬＡＳ公约

第ＸＩ－１章第６条已经生效，依据《调查规则》的规定组建海

事安全调查机构、履行ＳＯＬＡＳ公约相关义务，将是我国接受

ＩＭＯ强制审核的内容之一。半独立型组织模式在调查机构

设置程序具有便捷性、少耗时的特征，而且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长期负责实施ＩＭＯ海事公约，履行船旗国及港口国监督

管理义务，故该模式会不仅有助于我国在短时间内应对ＩＭＯ

成员国强制审核机制，而且不会割裂交通运输部的履约职

能，不会造成海事安全维护履约内容和履约方式的碎片化。

（四）强化海事安全调查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是实施海事安全调查的重要环节，是涉外海事

安全调查不可缺少的部分。《调查规则》规定了重大利益的

国家与事故调查国之间的合作框架式，要求当事国以“尽实

际可能”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对此，我国可考虑以《海事调

查合作备忘录》的形式细化与其国在海事安全调查领域内的

合作。

第一，与相关国家签订《海事调查合作备忘录》。我国可

以考虑与一些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实质利益国签订《海事调查

合作备忘录》，为日后合作开展海事安全调查提供便利。在

该备忘录中，我国可以依据《调查规则》与其他当事国约定，

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发生的事故和事件由我国负责组织调查，

允许海上交通工具的登记国、代理人所在国、瑓瑠设计国、建造

国，各派出一名授权代表和若干名顾问参加调查。事故中有

外国公民死亡或重伤，负责组织调查的部门应当根据死亡或

重伤公民所在国的要求，允许其指派一名专家参加调查。如

有关国家无意派遣国家授权代表，负责组织调查的部门可以

允许海上交通工具经营人、设计、建造单位的专家或其推荐

的专家参与调查。在我国登记、运营或由我国设计、建造的

海上交通工具，在境外某一国家或地区发生事故的，我国可

以委派一名授权代表及其顾问参加他国或地区组织的调查

工作。在我国登记的海上交通工具在境外发生事故的，但事

发地点不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管辖海域内的，由我国负责组织

调查，也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委托他国进行调查。海上交通工

具经营人所在国为我国，或由我国设计、建造的海上交通工

具在境外发生事故的，但事发地点不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

内，如果登记国无意组织调查的，可以由我国负责组织海事

安全调查。

第二，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制。涉外海事安全调查在调

查内容和调查依据方面具有国际化特征，尤其是在领海以外

我国管辖海域，以及我国与邻国存在争议的海域中，海事安

全调查与外交事务牵连关系更为密切。为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协调当事国之间的调查活动，我国应通过《海事调查合作

备忘录》与相关当事国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当发生涉外

海上事故或事件时，无论事故船舶是否属于中国籍船舶，我

国海事安全调查主管机关都应及时将信息反馈至《调查规

则》中列明的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协商进行调查。当我国或

其他当事国为海事安全调查国时，在调查初步结束后，须向

有重大利益的国家送交报告草案，供其对报告草案发表意

见。在信息交换共享机制中，当我国作为海事安全调查国

时，可以依据《调查规则》第１３．２条，要求有重大利益的国家

在获得我国明确许可前，或除非该报告或文件已由我国公

布，不得散发或导致散发、公布，也不得允许其他国家获得报

告草案或其中任何部分。

四、结语

综上，海事安全调查是查明海难事故发生原因，有效遏

制海难事故再发生，增进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措施。《调查

规则》的通过对于统一全球海事安全调查规则内容具有重大

的意义。我国是ＳＯＬＡＳ公约缔约国，在ＩＭＯ强制履约审核

机制约束下，我国需要根据《调查规则》及其修正案规定，顺

应海事安全调查发展趋势，在相关国内法中确立“非谴责性”

原则，适时引入海员沉默权和不自证其罪的规定，增加公约

适用条款，组建半独立型海事安全调查组织模式，以修正我

国海事安全调查法律路径，履行相应地公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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